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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外交

金灿荣１　 金君达２

（１．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２．波士顿大学，美国）

摘要： 今年是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 本文借此时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外交加以总结，以梳

理四十年外交重要事件为研究方法，结合外交事件和四代领导人讲话，指出四十年外交的延续

性和演变过程。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精神，以及和平与发展两大国际主题

都贯穿了四十年外交历史。 随着世界走向多元化，中国外交开始更多有所作为，并在近年增加

了旨在保护中国海外利益、提出合作倡议的新内容。 习近平主席的理念与邓小平外交原则一

脉相承，同时也是应中国当前的外部环境而提出。 中国四十年外交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稳定外

部环境，避免了重大外交事故，可以称得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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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改革

开放的开始，距今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时间。 在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我国的外交工作者为经济

发展创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做到了少犯错误、
抓住机遇。 我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基本上与里

根推进新自由主义，权力格局从双极转向“一超

多强”，全球化快速深入推进的世界趋势同步进

行，因此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外交也可以看做是世

界全球化的时期；当今美国特朗普政府力推民粹

主义政策，肆意对外发动贸易战，预示着全球化

已经进入一个阻碍重重的瓶颈期；美国对中国的

战略敌意也随着近期中美贸易战浮出水面，这可

能带来外部环境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有必要

对我国的外交进行梳理，总结各个时代的外交

特点、传承性和变化趋势。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概念，既继承了改革开放以来外交的一些共性，
也有与新国际环境和中国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创

新。 缕清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外交工作的脉

络，梳理我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对于认识习主席

的一系列外交新思路、理解新时期的和平发展

道路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外交

政策的综述

　 　 中国的外交工作分为大国外交、周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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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国际组织外交四部分，
其定性基本可总结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

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国际舞台”。 十

八大以来，根据我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密

切，外交工作又加上了“一带一路”等主动加强

国际参与的内容，但上述内容并没有变化，主要

可概括为以下几条。
（１）对美外交是大国外交的核心。 在过去

的四十年里，世界格局从冷战时期的两超对垒

变成了“一超多强”，中美合作的动机随着苏联

威胁的下降、台湾问题反复被炒作而从事实上

的盟友转向竞争，随后在全球问题日益突出的

时代又维持了较稳定的合作关系。 改革以来的

中美关系遭遇了多次风波，但总体而言控制住

了风险，抓住了合作机遇，避免了美中两国直接

冲突。 在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美两国关系恶

化的风险快速上升，中美关系由“好不到哪里

去，也坏不到哪里去”变成了“一定好不到哪里

去，但未必坏不到哪里去”，因此需要格外重视。
（２）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四

十年中以合作为基本主题，是中国外交的重要

内容。 首先是中俄关系，中俄解决了历史遗留

的领土争端，并于 １９９６ 年确立了“战略伙伴”关
系；随着中国加大从俄罗斯的能源进口，尤其在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金融危机期间对俄国施以援手，
双方的经济往来也日益密切。 其次是中欧关

系，中欧互动体现了“突出经济合作，避免政治

冲突”的外交原则。 虽然欧洲国家的政治姿态、
特别是部分国家的干涉主义与我国立场相冲

突，中国与欧盟仍然于 １９８５ 年签订《贸易与合

作协议》，又于 １９９８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召开中

欧峰会，以双边贸易促进外交关系。 目前中国

已经成为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成为中

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双方在维护自由贸易上存

在相似目标。 最后是中日关系，中日关系在改

革开放之后曾经随着日本对华贸易投资热潮而

快速升温，但台湾问题、历史问题和东海领土争

议影响了 ２１ 世纪的中日关系，日本重新军事化

（即“国家正常化”）的努力也使得中日关系中

对抗因素增加。 尽管如此，两国在区域合作、避

免地区冲突等方面仍然存在合作机会。
（３）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基本平稳，除 １９７９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外，并未发生大规模武装冲

突。 一方面，中国反对区域霸权，例如越南在七

十年代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企图。 另一方面，
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为区域化做出努力，例如亚

洲金融危机前后与日、韩、东盟的金融合作，反恐

大环境下与中亚国家、俄罗斯建立上海合作组

织，以及近期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ＡＩＩＢ）
等。 虽然中国与多个周边国家有领土争议，但在

具体事件上双方均保持克制，避免了冲突升级。
（４）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又称南方国家）的

联系随着全球化推进而不断加深。 首先双方在

全球性议题，如气候变化、经济体系改革方面有

共同诉求，其次双方的经贸活动，包括民间经贸

往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断加深，最后我国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从参与南南合作到主动提

出倡议，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打造“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主要驱动力。
（５）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积极融入全球性

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标志性事件是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ＷＴＯ）；与国际组织愈发紧密的联系

是中国改革的结果，也是深化改革的推进器。
在国际争端中，中国也更多地使用国际组织的

游戏规则，在争取道德制高点的前提下合理合

法地争取权益。
总体而言，以上成绩单保证了中国国内的

经济发展，避免了与世界大国的冲突。 中国人

口庞大，国内条件多样复杂，还在推进快速深入

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及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城镇化和工业化。 与此同时，我国是世界大国

中领土争议最多、最复杂的国家，还有台湾问题

尚未解决，这些都增加了外交工作的难度。 在

全球化的四十年里，世界其他大国均做出了国

内或国外的重大战略失误：美国在赢得冷战后

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凭借军事、经济上的

绝对优势频频干涉别国内政，２１ 世纪更出兵阿

富汗、伊拉克两国；这些海外扩张消耗了美国的

大量资源，也损害了美国的政治声誉，同时在美

国和盟国之间制造了裂痕。 而欧洲部分大国跟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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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美国进行国际干涉，在“阿拉伯之春”中更对

利比亚等国采取军事行动，直接导致难民大批

涌入欧洲国家，极端右翼则借助难民危机、恐怖

袭击频发的社会混乱制造国内政治分裂。 日本

与俄国均面临经济问题，日本九十年代的经济

泡沫造成经济停滞，此外人口老龄化也对国家

财政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俄国则在西方经济

学家建议下实行“震荡疗法”，几轮改革导致国

家财富被少数寡头瓜分，国家经济也陷入日益

依赖能源出口的“资源陷阱”。 此外西方国家通

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等国际组织推进经

济自由化，提倡包括减少政府干预在内的措施，
这些政策在 ２００８ 年美国次贷危机后遭到广泛质

疑，也给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造成

了经济危机。 相比之下，中国外交做到犯错较

少、比其他大国犯错少、不犯大错就是成功。

二、邓小平同志与改革开放

外交的总纲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内外政策的重

大转变，而为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制定一系列指

导纲领的是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将解决“世界

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作为新时期的主题，将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

想，并对中国先前的外交工作作出一系列具体

调整。 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思想，在四十年后仍

然具有指导意义。
邓小平提出的外交思想首先是基于对国内

外局势的清醒判断。 １９７９ 年的世界局势从两超

对峙朝多极世界过渡：在尼克松任美国总统时，
美国提出了“世界五大力量”说，将美国与苏联，
西方阵营的欧洲和日本，以及中国均称为世界

大国，以此孤立苏联；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恶化，
中美关系在尼克松任期内开始缓和。 中美虽然

一度非常接近，但两国关系也受到第三方博弈

的影响，例如七十年代中期美苏通过核裁军缓

和关系，延缓了中美建交的速度。 美国 １９７９ 年

１ 月与中国建交后，很快就在 ４ 月通过《与台湾

关系法》；其间中美两国在反对越南区域霸权等

问题上采取了默契的政治态度，但两国的蜜月

期仅仅持续了不到四个月。 在此国际背景下，
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由意识形态挂帅逐渐转变

为不结盟的外交。 与此同时，中国自身也属于国

际社会中非常独特的案例，体量很大，拥有核武

器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但经济水平落

后，属于发展中甚至不发达国家，技术、军事水平

也全面落后于美苏两大国。 中国必然是世界多

极政治中的一极，这种影响力是新中国前三十年

的重要遗产。 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经济水平决

定了中国应以国内经济改革、提高人民群众生活

水平为主要目的，简单概括就是“少说多做”。
邓小平外交思想包含以下几方面的重要内

容：首先是去意识形态化。 其次，外交以经济为

主，保证改革开放外部环境。 再次，中国的外交

是多边、不结盟外交，不主动介入外部矛盾。 最

后，中国积极融入西方主导的现有国际体系，并
争取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治理。 改革开放

之前，由于冷战造成西方对我国进行封堵，我国

外交一度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从六十年

代末期以来，我国与美国关系开始缓和，与苏联

的矛盾则随之上升，“一边倒”的结盟外交开始

转变。 到了 １９７９ 年中美建交之后，反共意识形

态强烈的美国总统里根试图推动台海两岸“双
重承认”，而 １９８２ 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

塔什干讲话时罕见地反对“两个中国”，这些都

说明以意识形态区分阵营、或者过度依赖单一

大国都不是我国外交的出路。 邓小平同志在十

二大上提出，中国的外交应坚持独立自主，推行

全方位外交。 另一方面，邓小平认为在开放的、
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中，中国要想发展经济，就
必须积极融入国际体系。 为了积极融入国际体

系，中国一方面需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

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

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

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①，通过

３

① 邓小平：“在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
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文选》 （第三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３７０－３８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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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开放与西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另一方

面也需认识到“第三世界仅寄希望于南北问题

的解决是不够的，南南之间还要进行合作”①，在
处理好与欧美大国关系的同时也不能放弃多边

外交、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 当中国面对潜在

冲突，邓小平认为除非它干扰了现代化或者统

一大业，中国仍应保持低调，有节制地使用

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美苏双方均缓和了

双边关系。 苏联方面，在勃涅日涅夫 １９８２ 年塔

什干讲话之后，两国相互释放友好信号，以黄华

外长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为契机，改善了双方

关系。 在八十年代，万里、李鹏两位副总理也前

往苏联参加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两位领导人

的葬礼，以此为契机改善了中苏两国关系。 邓

小平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思想，提出要

解决中苏关系“三大障碍” （苏联通过蒙古、越
南、阿富汗对中国形成的三面包围），这些障碍

终于在戈尔巴乔夫任期里得到改善。 在中美关

系方面，里根竞选时以强硬的反共姿态著称，上
台后很快推动了《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出售

武器。 由于当时苏联对美国的威胁还在，更由

于我国领导层和外交人员的谈判努力，中美两

国发表“八一七公报”，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

做出了一定妥协。 １９８４ 年里根访华极大改善了

中美关系，里根的剩余任期也成为了中美关系

的黄金时期；美国在此期间向中国出口可用于

军事的技术，取消杀伤性武器对华禁令，向中国

出口了“黑鹰”直升机等先进装备；此外中美在

科教文卫、经贸往来等领域也有多项成果，在里

根任内基本实现贸易额翻倍。 除美苏两国外，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在八十年代快速发展，华
国锋总理 １９８０ 年访问日本，这是战后我国首位

政府首脑访日。 随着胡耀邦等领导人先后访

日，中日贸易额一路飙升，日本成为外国直接投

资的主要来源之一，日方也多次承诺向中国提

供优惠贷款。 虽然中曾根康弘关于“两个中国”
的表态影响了两国关系，中日总体上表达了改

善并强化关系的意愿。 这些外交成果使得我国

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拥有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

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也取得重要成果，中国与

英国、葡萄牙分别达成协议，确定了香港和澳门

的和平回归。
１９８９ 年政治风波，以及九十年代初冷战结

束，对我国外交形成了挑战。 在戈尔巴乔夫担

任苏联总书记期间，苏联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大

幅度缓和，美国推进中美关系的动机不如以前

强烈；１９８９ 年政治风波使得中国遭到西方阵营

的攻击，中国八十年代的西方经济伙伴暂停了

多项经济合作，这种影响也使得西方国家，如美

国从九十年代开始对中国大打人权牌。 另一方

面，围绕着冷战结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我国

举国上下造成了重大冲击，东欧国家改旗易帜

挑战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同时使得西方国

家企图对中国施加和平演变的压力；海湾战争

展示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军力优势；苏联解体

则带来了国际关系的重大变革。 在危机时刻，
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三
句方针，同时指出中国“不要急，也急不得。 要

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
们自己的事”②。 邓小平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
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
能是死路一条。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

得”，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体制和坚持改革开放两

者必须并行；在此基础上，中国以经济外交作为

外交工作的重点，寻求与世界各国新的合作机

会。 美国的乔治·Ｈ·Ｗ·布什（老布什）总统

对中美关系的平稳过渡也起到促进作用，老布

什曾经于七十年代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与中国

有良好的私人关系。 在国际形势剧变的背景

下，老布什没有像九十年代的克林顿一样将人

权与经济挂钩，避免了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邓小平提出的方针，以及经济为主的外交，都成

为九十年代的外交主题。

４

①

②

邓小平：“增进中印友谊，加强南南合作（一九八二年十

月十二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１９－２０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３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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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中国

外交概述

　 　 江泽民主席指出，“中国越发展、越开放，与
世界的联系越紧密，就越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稳

定的国际环境”①，同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

时代的主题”②，而中国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 他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期间，中国

的外交以经济合作为主题；这段时间的中国与

亚洲国家展开经济合作，也围绕着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ＷＴＯ）与发达国家展开谈判。 两个问题

对中国的外交工作造成了挑战。 其一是重新成

为中美间主要矛盾的台湾问题。 美国九十年代

中期开始打台湾牌，１９９４ 年提升台湾驻美领事

馆级别，１９９５ 年 ５ 月又在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

弗保证不会允许李登辉访美的情况下，允许台

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美并发表关于所谓“突
破外交孤立”的演讲，１９９６ 年“台湾大选”之前

又派出两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海峡，对抗中国

大陆为威慑“台独”势力举行的军演。 另一个危

机来自美国及其盟国势力的全球扩张，１９９３ 年

７ 月美国制造“银河号”事件，１９９９ 年北约空袭

南联盟并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这些都与美国

及其盟友推行单边霸权、借冷战结束的权力真

空肆意战略扩张有关。 九十年代，中国的军事

实力与发达国家差异明显，除了技术差距，军队

也缺乏实战经验，１９８５ 年之后的军费改革更导

致军队精力涣散、“官倒”盛行，腐败严重。 上述

危机，尤其是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使得我国开

始加大军队投入，停止军队经商；现代化军队建

设为我国在 ２１ 世纪的外交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但在外交政策上，中国避免了与美国的正面冲

突，避免美国对华政策转为对抗，为 ２１ 世纪的

经济发展争取了宝贵时间，尤其是争取了克林

顿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
在经济上，世界经济呈现美日欧三足鼎立，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国际发展的局面；马来

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因美

国反对而未能实现，随后的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

机则使得亚洲国家的固定汇率制饱受争议，各
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条件援助下被迫进

行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但这种形势也加强了世

界经济合作，例如 １９９６ 年亚欧会议、１９９８ 年中

国—欧盟峰会都加强了中国与欧洲国家的经贸

往来，亚洲金融危机则推动东盟与中日韩三国

的合作进程。 总体而言，这个时期的经济合作

盖过了冲突，面对几次危机，美国认为接触策略

优于对抗，克林顿政府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也积极推进经济改革，融入国际贸易体系。

胡锦涛主席提出，新世纪的中国外交需要

处理五个平衡，即“多极和单极的关系，加快我

国发展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维护我国根

本利益和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大国是关

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关系，韬
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关系”③中国仍然坚持和平

发展的目标，但在全球化时代需要更主动地参

与全球治理。 他任国家主席期间，中国的外交

经历了两个阶段，２００８ 年之前的中国外交延续

“韬光养晦”，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提出

企业“走出去”，推动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中

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等口号，于 ２００５ 年发布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 在 ２００８ 年之

后，中国坚持 “韬光养晦” 的同时也 “有所作

为”，在国际上寻求更大话语权，推动世界经济

体系改革，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南南合作。 就外

部环境而言，２００８ 年标志着美国次贷危机和总

统换届，也是美国国际政策的分水岭：持新保守

主义立场的乔治·Ｗ·布什（小布什）上台后曾

试图对中国实行限制政策，在中国南海造成撞机

事件；但“九一一”袭击使得美国的中心转向非传

统安全，尤其是反恐战争，因此发动阿富汗、伊拉

克两场战争。 以反恐为名的战争转移了美国的

注意力，也创造了美国与中国合作的动机，小布

５

①

②

③

“江泽民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发表重要演讲”，《人
民日报》，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第一版。

“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上的报告（‘一国两制’和祖国统

一部分）”，中央政府门户网站，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 ／ ｔｅｓｔ ／ ２００６－０２ ／ ２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１３３６１．ｈｔｍ。

“开创新世纪新阶段外交工作新局面（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胡锦涛文选》（第二卷），２０１６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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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政府与中国的关系随之改善；２００５ 年，小布什

政府将中国定义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虽

然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几次试图推进“台独”，
尤其是 ２００４ 年所谓“和平公投”，这些企图都被

中美两国共同压制。 另一方面，随着小泉纯一郎

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日矛盾日益突出；２００５ 年

日本政府篡改历史教科书、炒作“中国威胁”“中
国东海开发”、积极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这些都激发了民间的反日情绪，使得在 １９９９ 年南

联盟大使馆被炸时已经初具雏形的民族主义成

为影响中国外交的一股重要力量。
２００８ 年的一系列事件赋予该年重大意义。

中国承办了北京奥运会，这次盛会极大激发了

民族自信心；２００８ 年北京奥运会也被认为与

１９６４ 东京奥运会、１９８８ 年汉城奥运会类似，预
示着国家现代化进入新的阶段。 此前传递火炬

期间发生的海外华人保护火炬事件，以及西藏

骚乱等事件也使得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
年底的美国次贷危机之后，部分声音认为美中

实力此消彼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

力量，应谋求更大的话语权。 在台湾方面，马英

九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他主张“维持现状”，台
湾问题的风险下降。 在美国方面，次贷危机的

爆发使得美国推行数十年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受到质疑，里根时代开始积累的财富不平衡在

危机中集中凸显，民众对华尔街金融高管的愤

怒也助长了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 民主党年轻

政客奥巴马在这种背景下当选总统，作为“冷战

后”的美国年轻政客，奥巴马一方面推进国际合

作，一方面将战略重心从欧洲移向亚太。 在国

际治理方面，奥巴马一上任就提出“两国集团”
（Ｇ２）的概念，但并未能获得国内外广泛响应；
此外美国也广泛参与新涌现全球性问题的治

理，例如哥本哈根会议，并在这些议题上争夺话

语权。 在战略中心方面，奥巴马政府提出“巧实

力”，主张从中东撤军，将重点放在中国方向，最
终目的是维持美国的绝对安全和霸主地位。
２００９ 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泰国宣称

“美国回来了”，此后美国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

的互动，频繁插手双边领土纠纷，同时借保卫盟

友、公海航行自由等名义在中国周边增加军事

部署。 在这一时期，东海与南海领土纠纷成为中

国外交的主要冲突点：东海问题源于 ２００４ 年前后

日方对中方“东海油气开发”的炒作，由于“钓鱼

岛国有化”事件而激化。 南海非法占岛起源于中

国无暇顾及领土维权的“文革”期间，领土纠纷由

于《联合国海洋法》规定的领海基线申报而激化。
这些问题的本质是美国国内“中国威胁论”的上

升，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提防。
在这种局势下，中国首先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与美国争夺话语权，同时以经济改革为核

心，主张加强南南合作。 ２００８ 年的“二十国集

团”（Ｇ２０）首脑峰会扩大了该论坛的影响力，使
得“二十国集团”日益取代发达国家的“八国集

团”（Ｇ８）成为世界经济议题的主要论坛。 在哥

本哈根气候会议等国际谈判中，中国与拥有相

似立场的印度等国结成同盟，带领发展中国家

据理力争，阻止了美国借全球议题向中国施压

的企图。 此外中国还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

（ＥＭＥ）在国际组织内争取权利，例如 ２０１０ 年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及治理方案增加了中、俄、
沙特等新兴市场国家在机构内、董事会内的话

语权。 在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中，中国坚持

纠纷双方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础上协

商解决争端，反对域外国家通过多边、第三方渠

道干涉谈判。 由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了较为

密切的经济联系，东盟国家没有形成反对中国

的共识，中国与相关国家，包括菲律宾也避免了

冲突进一步升级。
总体而言，江泽民、胡锦涛两位领导人贯彻

了“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既坚持了以经济合作

面代替意识形态、政治冲突点，也做到了以我为

主，有理、有力、有节地反对外国侵犯中国主权的

行为。 冷战结束对中国是巨大的挑战，在苏联解

体后，中国作为少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曾在人

权问题上与西方直接冲突的国家，可能成为美国

的下一个对手；在意识形态不同的情况下，美国

试图炒作“民主台湾”，打两岸牌，与宣传“美台同

盟”的“台独分子”遥相呼应。 中国在重申底线的

基础上采取相对低调的外交姿态，保持与美国的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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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与合作，为中国的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此后的 ２１ 世纪里，中国抓住了反恐、全球治理等

合作点，延缓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封堵。 在奥巴

马的第二任期，以及特朗普时代，美国对华政策

和全球形势均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在继承邓小平

外交思想的基础上也需做出创新。

四、习近平新时代的外交

在改革开放将近四十年的习近平时代，中
国的国际贸易、海外投资与日俱增，特别是与发

展中国家经济联系日趋紧密。 这意味着发展中

国家外交日趋重要，除了关系到直接经济利益，
也是推动国际机制改革的关键。 调整重心的中

国外交有几个关键任务：首先，在国人海外利益

与日俱增、地方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中国不能

静待国际市场变好，也不能等待大国提出合作

倡议，应主动创造发展机遇，尤其是在发展中国

家的机遇。 其次，在欧美大国民粹情绪高涨、不
愿承担国际责任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团结发展

中国家，继续争取在国际治理体制内的话语权。
再次，中国应主动提出倡议，带领其他国家，尤
其是亚非拉国家共同发展；在无法推动现有国

际体系改革的情况下，中国也需要创造新国际

组织，灵活运用现有国际体制和体制外的“双轨

制”外交。 最后，中国应和国际社会走出一条互

利共赢、和平共处的发展道路，而不能重复美国

追求绝对安全、单极霸权、根据与自身关系分配

各国国际利益的国际格局。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背景是日趋复杂的外部

环境。 美国里根、克林顿、小布什三位美国总统

的对华政策都经历了“低开高走”的局面，而奥

巴马与特朗普两位总统的对华关系则“高开低

走”：奥巴马在 ２００９ 年就访问中国，并提出“两
国集团”等概念邀请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但此后

很快开始推进所谓“亚太再平衡”，强调维持美

国的优势地位，并试图建立跨太平洋合作伙伴

协议（ＴＰＰ）等组织孤立中国。 特朗普在 ２０１７ 年

访问中国，两国承诺进行积极的经济合作，但次

年特朗普就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在这些对华政

策反复的背后，是老调重弹、却日益响亮的“中
国威胁论”———中国 ２０１０ 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日本成为世界第二，２０１４ 年购买力平价国内生

产总值超过美国，在 ２１ 世纪的前十年更经历了

一段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这些都让美国感到

威胁；美国在经济危机后虽然逐渐恢复，社会却

日益分裂，社会底层、中产阶级和精英关于“美
国衰落”的不安全感都在上升；中国坚持社会主

义道路，让期待中国“和平演变”的美国精英感

到失望；中国产业升级，部分技术日益进步，对
美国跨国公司构成竞争，美国商会不再是对华友

好的主要游说力量。 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对

华政策也受到美国影响：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情

况下，日本、澳大利亚与部分东南亚国家成为反

华的急先锋，试图加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在特

朗普上任后又试图打造没有美国参与的防卫同

盟；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印度也将中国当做

竞争对手，插手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在边境

问题上向中国发难。 欧洲国家则在贸易等问题

上与美国一起向中国施压，在中国入世十五年之

际在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上共同发难。 在

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无法回避经济体量上升的

客观事实，也无法再像八十年代那样“韬光养

晦”，必须在国际上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通过

积极的和平发展倡议争取多数国家，借助美国民

粹主义高涨的机遇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
习近平时代的核心倡议“一带一路”，是中国

自 １８４０ 年以来提出的首个以我为主的国际布局，
也是上述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贯穿改革开放前

三十年的“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延伸。 十八大以

来，中国的外交仍然包括老的四个部分，在此基

础上又增加了几个内容，包括维护中国与日俱增

的海外利益、提升中国软实力、参与国际治理。
要将这些内容贯穿到一起，必须落实“一带一

路”。 “一带一路”倡议是符合我国国内经济发展

的政策，中国的产能在 ２０１３ 年之后出现严重过

剩，煤电、水电、光伏和基建项目需要海外市场，
海外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巨大的基建需求；此外，
“一带一路”能够缓解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东

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 与此同时，面对美国在亚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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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地区的布局，“一带一路”能够避免与美国的直

接冲突，也能加强南南合作，积累建立国际组织

的经验。 “一带一路”继承了“发展”与“和平”
两大主题，兼顾了中国外交的新内容，也提出了

不同于美国霸权和新自由主义的、以尊重别国

内政为前提的、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的新发展

模式。 “一带一路”的具体实施中，有几点内容

与美国主导的经济援助项目，如“马歇尔计划”
不同：首先，“一带一路”是开放性的倡议，其他

国家自愿加入，而且不设战略假想敌。 其次，中
国的倡议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不以意识形态或

者安全为附加条件。 再次，“一带一路”合作不

借助贷款附加条件干涉经济政策，要推广中国

的和平发展模式，就必须具有习主席所说“正确

的义利观”，让当地社会切实、可持续地受益。
最后，“一带一路”各国在平等、尊重规则的前提

下协商解决争议。 这几点是此前时期多边外交

和经济合作的延续，也是避免矛盾，寻求合作机

遇的关键。 虽然经济合作可能面临各种风险，
如发展中国家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间冲突、第三方恶意竞争等，“一带一路”仍然是

我国外交工作者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五、结　 语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是国内经济高速发展

的四十年，在这四十年里，中国外交工作者为中

国的经济改革、产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创

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基本实现了中国的和平

崛起。 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留下了宝

贵的外交指导思想，包括去意识形态化、和平发

展优先、多边自主外交等，这些思想到今天仍有

重要指导意义。 江泽民主席和胡锦涛主席冷静

处理多次危机，使得中国度过冷战结束后的外

交危机，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 习近平根据

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改变，逐渐从“韬光养

晦”走向“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十八大以来，中
国的外交更加积极主动，将和平发展理念转化

为“一带一路”倡议。 在今后“一带一路”的具

体执行中，外交工作者应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和

平与发展理念贯彻下去，在不损害核心利益的

基础上避免冲突，切实打造互利共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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